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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北、湖南、河南 3省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利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探讨健康、非农就业对

农户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较差或存在非农就业行为的农户，更加倾向于使用清洁能

源，但由于受到制度和市场约束，健康状况与非农就业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健康对农

户家庭清洁能源使用的影响不因年龄、收入、生态环境认知而变化，非农就业的影响则表现出显著差异：中青年、

低收入、高生态环境认知组更容易受到非农就业的影响而具有更高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由此，为实现农村家庭能

源使用结构的升级，政府在加强农村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同时，还需加强有关清洁能源知识的宣传教育，破除农村

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制度和市场阻碍，进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战略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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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在生活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清洁能源对薪材、秸秆、煤炭等传统固体能源的替代，但是大部

分农村家庭仍然维持着传统以固体能源为主的能源使用结构。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8)数据 1,中国农村 2007 年的能源消费

结构比较单一，农户炊事能源消费中柴草占比 60.2%,煤炭占比 26.1%,煤气、天然气占比 11.9%,电力占比仅 0.8%。而近年来随

着国家和政府部门对“三农”问题的不断重视，农村在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家庭生活能源的消费结构也由传统的单一固体能

源逐步转向了电力、液化气、沼气等较为清洁能源和传统固体能源相结合的多元化能源消费结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数

据显示 2,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电力和燃气占比分别达到 58.6%和 49.3%,传统固体能源使用比例则略有下

降，其中，柴草占比44.2%,煤炭为 23.9%。由此不难发现，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结构有了较大改善，但柴草、煤炭等固

体能源比重仍然不低。 

已有研究表明，以固体能源为主的能源使用结构会对农户健康造成较大威胁。例如，固体能源的不充分燃烧会释放出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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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颗粒物、温室气体以及污染物[1],从而导致农村空气的污染，特别是作为做饭和取暖的主要能源在室内燃烧，容易导致室内

的空气污染，农户长期暴露在这种污染中，会严重危害到自身的身体健康[2]。对于低收入的农户来说，受到自身经济水平的限制，

较难负担得起抽油烟机等洁净室内空气质量的设备，因而其所受到的危害更为严重
[3,4]

。同时，薪材等固体能源的过度使用也容

易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5]。与此相反，已有研究表明，使用清洁能源可以降低农户对不可再生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减少有

害气体的排放[6]。此外，根据方黎明等[7]的研究，农户如果实现了清洁能源对传统固体能源的替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其健

康状况。事实上，农村地区存在着发展清洁能源的巨大潜力，拥有大量秸秆、畜禽粪尿等废弃物可以进行能源化利用，而基于循

环经济发展理念合理利用这些农业废弃物，已被认为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助力[8]。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村家庭能

源使用结构，进而为促进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结构优化提出合理建议，就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针对农户能源使用结构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这些研究主要从农户能源使用结构的决策、影响因素，以及能源

使用结构的不合理对室内空气污染及其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9,10]。其中，学者们针对有关农村家庭能源使用结构

影响因素研究则主要从农民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地理因素等方面进行考察[11,12,13]。也有部分学者

研究了健康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的影响，如何威风等[14]通过将农户划分成四种类型，发现“基本型农户”的家庭平均健康状况

越好，其薪材使用量越大；“人力资产型农户”平均健康状况越好，其薪材使用量越小。但其并未考虑到健康与能源使用结构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偏误。同时整体而言，针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大体上集中在传统固体能

源对农户健康状况造成危害[15,16,17,18]以及农民采用清洁能源对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7,19]等方面，忽视了健康状况对清洁能源使用的

影响。 

由此本文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农户健康状况对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以期对既有文献进行补充。理论上，健康状况的改

变可能会引致行为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农户能源使用结构。一方面，农户的健康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参与农业劳动的概率

和时间
[20]
,因此当农户的健康状况改善后，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从事采集薪材、秸秆等固体能源的农业活动，进而增加其使用固

体能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农户的健康状况也可能会提高农户外出务工时间[21],与此相对应，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便会减少，

从而可能会减少农户采集固体能源的时间，进而减少其对需要耗费时间精力的固体能源使用，转而获得更方便的清洁能源，换言

之，健康状况的改善可能会通过促进农户外出务工而提高其清洁能源使用强度。此外，本文还引入了非农就业这一变量，以期进

一步发现非农就业能否对农户健康状况与清洁能源使用的关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对于存在非农就业的农户而言，较好的健康

状况可能会带来更多非农就业时间，因此他们清洁能源使用的强度可能较高，但对于不存在非农就业的农户而言，健康状况的提

升更有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农业活动参与，因此清洁能源的使用强度较低。然而，上述分析尚缺乏实证检验。那么，农户的健康

状况是否会对其能源使用结构造成影响?如果能，非农就业是否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湖北、湖南、

河南 3省稻农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健康对家庭清洁能源使用结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健康与非农就业的交互项，

考察健康与非农就业的交互效应，以期研究非农就业在健康状况对清洁能源使用的影响上能否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健康

与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关系，即清洁能源使用较多的农户可能有着较好的健康状况，但同时农户的健康

状况恶化后，也可能会听从医生的建议而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故而本文运用 OrderedProbit 模型以及工具变量的方法展开研

究。相较于同类研究，本文可能有在两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为数不多研究健康状况对能源使用结构影响的文章中，本文可

能是较早将健康与非农就业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而探讨它们对清洁能源使用影响的研究；第二，本文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克服

了健康状况与清洁能源使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余下的内容是：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健康状况与农户清洁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详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

以及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基准回归以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

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 

1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说 

1.1 概念界定 



 

 3 

传统意义上的清洁能源指的是对环境友好的能源，具有环保、污染程度小的特点。具体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

求意见稿)》(2007)中将水电、核电、天然气、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界定为清洁、低碳的能源 3。因此参考

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一些相关文献中对清洁能源概念的界定
[22,23]

,本文将清洁能源定义为使用后所产生污染较小的能源，比如使用

电、天然气、液化气、太阳能、沼气等能源。清洁能源是一种不排放污染物的绿色能源，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不仅能够保证国家能

源安全以及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也能够对实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的绿色增长起到重大促进作用[24]。因此相较于使用固体

能源，清洁能源的使用在带来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假说 

能源堆积理论(Fuel Stacking Theory)认为，由于现代能源供应不稳定，家庭需要使用多种能源作为备用
[25]
,因此燃料的堆

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很普遍。这种燃料的堆放也对应着多种燃料使用模式[26]。一般地，相对于城市，农村获取传

统固体能源更便利，因此农户更有可能增加固体能源的堆放[27],且这类能源主要是薪材、秸秆[22]。故而，有着更好身体状况的农

户，能够更好地采集固体能源，增加固体能源使用。但如果农户的健康状况较差，其采集固体能源的能力与意愿受到限制。此时，

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他们往往更偏向于使用耗费劳力较少的现代清洁能源。但另一方面，农户健康状况的提高，又有可能为其

带来更多的外出务工时间
[21]

,从而挤占了其固体能源采集活动的时间，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户会增加更为方便的清洁能源使

用。 

与此同时，非农就业也是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潜在重要因素。理论上，非农就业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机

理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1)非农就业挤占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劳动时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土地经营规模，高珊等[28]

的研究表明，农户的非农就业会增加农户家庭的耕地流出。当耕地流出以后，农户土地经营面积将减少，从而会影响到农作物的

种植面积，进而将减少农户可获得的秸秆量。此外，孔凡斌等
[29]
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农户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那么其将

选择更多地流出林地，更少地转入林地。这意味着，农户可获得的薪材量也会降低。故而，当农户可获得的固体能源减少后，为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可能会增加清洁能源使用。(2)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固体能源采集行为是一种没有收入的家务劳动[30],而

与此相反，非农就业通常比固体能源收集活动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家庭有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他们将倾向于使用更有

效率的燃料，如天然气和电力[31,32]。 

此外，农户非农就业状况的不同，也有可能会为农户健康状况与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关系带来影响。具体而言，根据人力资

本理论和 Grossman[33]的健康需求理论，健康作为一种资本也能够如同其他资本一样，因投资的增加而获得未来收益。对于存在

非农就业的农户而言，当其健康人力资本增加时，可能会为其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时间[34,35],从而减少农户参与能源采集活动的时

间，这意味着他们会较多的使用清洁能源；而对于未能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而言，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事更多

农业活动，从而增强其采集固体能源的能力和意愿。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农户健康状况对农户清洁能源的使用强度影响显著，但方向不确定。 

H2:农户的非农就业行为会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的强度。 

H3:农户的健康与非农就业对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交互作用。 

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 2019 年 7月对华中 3省(湖北、湖南、河南)稻农的调研数据。因为能源使用结构受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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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生活习惯以及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在样本选择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环境条件、地域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同，同时又考虑到课题组长期在湖北、湖南、河南 3省进行农户调研，具有良好的基础。综上所述，选择以上 3个省份

研究农户健康对于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有效性。调查过程遵循随机抽样以及分层抽样，每个省份选择 3个县，

每个县选择 3～5个镇，每个镇再随机抽取 3～5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抽取 10～25 户农户。在剔除前后矛盾、信息缺失的问卷

后，最终获得 843 份农户数据。此外，所有连续型变量的数据均在 1%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 缩尾处理，以减少异常值的影响。样

本中有 797 位受访者为男性，占有效样本的 94.54%;大部分样本都是中老年人，大于 4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有 785 位，占有效样

本的 93.12%,其中大于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257 位，占有效样本的 30.49%。 

2.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农户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已有研究一般通过分析农户不同能源的总使用量或在生活中是否主要清洁

能源来衡量农户的能源使用结构[30,37]。但由于家庭能源生活能源使用的广泛性，即农户可能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使用不同能源，而

在有些方面能源的使用可能与健康没有相关性(比如使用机动车、发电机所使用的能源)。因此，采用这种测量方法并不能够精准

度量与农户身体健康存在相关性的能源使用方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拟从烹饪、取暖、洗澡三个方面是否使用清洁能源来

衡量其使用强度，这三个方面能源使用结构都与农户健康息息相关，更有可能因为健康状况的改变而影响其能源使用。本文对清

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定义为如果农户在烹饪、取暖、洗澡中没有一个方面主要使用清洁能源，则赋值为 1;如果农户有一个方面主

要使用清洁能源，则赋值为 2;如果农户有两个方面主要使用清洁能源，则赋值为 3;如果农户所有方面都主要使用清洁能源，则

赋值为 4。最后得到农户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由低到高依次为 1～2～3～4,为一个有序的分类变量。 

农户健康状况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相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户主更能够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中蕴含的信息，其自

身健康状况中往往蕴含了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与财富状况的信息，而且其健康状况所涵括的风险信息能够在家庭的消费决策中体

现出来[36]。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的变化，户主对自身健康状况变化的体会更深刻。同时户主作为家庭生产活动

的主要决策者，由于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体会更深刻，因此户主健康状况的变化很有可能影响到清洁能源的消费决策，故本文主要

考虑户主的健康状况。参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对健康问题的衡量方式，本文通过询问受访农户“与同龄人相比，您目前的

健康状况是?”衡量农户的健康状况，若受访者表示“很差”,则赋值为 1;“较差”赋值为 2;“一般”赋值为 3;“好”赋值为

4;“很好”赋值为 5。这一变量的测量与程名望等[38]的研究保持一致。 

已有较多文献证实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政策因素、地形因素等对农户能源使用结构有重要影响[39,40,41]。借鉴

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把可能影响农村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控制变量分为五类：一是反映受访者特征的变量，比如受访者的性

别、受教育年限、务农年限、是否有非农就业；二是认知水平变量，比如受访者的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三是反映农户家庭特征的

变量，比如家庭人口结构、家庭年收入、家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年限、家庭中是否有人是共产党员、家庭中是否有人当过村及以

上的干部；四是反映农户交通条件的变量，比如家庭距离最近集市的距离、家门口是否能通小汽车；五是反映地形特征的变量，

比如村庄的主要地形。同时为了控制不同省份的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了省份的虚拟变量。 

除此之外，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也是影响农户采用清洁能源的一大重要因素。然而，在主要的清洁能源中，同一省份电力价

格一致，本文已经对省份的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若继续控制电力价格，会出现共线性的问题；而现阶段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尚

未在农村普及。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7)》的数据显示，2017年只有25.02%的农村人口可以获得天然气。本文调研的

某些地区(如桐柏县)尚未开通天然气，而在开通了天然气的地区(如：岳阳县、桃园县、浏阳市)价格差异较小
4
。考虑到上述限

制，本文仅使用“村里是否有废弃物制沼气项目补贴(1=是；0=否)”对清洁能源使用成本进行控制，若村里存在沼气补贴项目，

农户使用沼气的成本会较低。相关变量的设置、说明以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变量设置及赋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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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 设置及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清洁能源使用强度 
没有一项主要使用清洁能源=1;有一项主要使用清洁能源=2; 

有两项主要使用清洁能源=3;全部项主要使用清洁能源=4 
2.906 1.045 1 4 

自评健康 
跟同龄人相比，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是? 

很差=1;较差=2;一般=3;好=4;很好=5 
3.425 0.961 1 5 

性别 男性=1;女性=0 0.945 0.227 0 1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6.609 3.488 0 16 

务农年限 截至 2018年，累计务农多少年?(年) 36.777 14.256 0 74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2018 年是否有非农就业?是=1;否=0 0.349 0.477 0 1 

生态环境认知 
您对绿色低碳农业的了解程度? 

(1～5分，分数越高越了解) 
2.329 1.385 1 5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 户口本上 65岁以上人口数量 0.779 0.867 0 3 

家庭总人口数 家庭户口本上的总人口数量 4.878 2.030 1 14 

家庭年收入的对数 ln 家庭实际年总收入(元) 10.660 0.910 8.294 13.017 

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年限 家庭成员实际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11.440 3.578 0 23 

党员户 家庭中是否有人是共产党员?是=1;否=0 0.250 0.433 0 1 

干部户 家庭中是否有人当过村级或以上干部?是=1;否=0 0.133 0.340 0 1 

距离最近集市的距离的对数 ln 距离最近集市的距离(m) 7.422 1.308 0 12.206 

家门口道路能否通小汽车 通往您家的道路能否通小汽车?能=1;不能=0 0.926 0.261 0 1 

平原 村里主要地形是否为平原：是=1;否=0 0.088 0.283 0 1 

山地 村里主要地形是否为山地：是=1;否=0 0.045 0.208 0 1 

沼气补贴 村里是否有废弃物制沼气项目补贴：是=1;否=0 0.241 0.428 0 1 

湖北省 湖北省=1;其他省份=0 0.357 0.479 0 1 

湖南省 湖南省=1;其他省份=0 0.349 0.477 0 1 

 

2.3 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采用的身体自评健康指标是农户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主观感受，在实际的问卷调查时，采用了主观评分的方法，因此

是一个离散的排序数据(Ordered Data)。此外，本文的家庭清洁能源也是一个离散的排序数据。所以本文使用Ordered Probit

模型研究农户健康状况对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这也是有关健康定量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42,43]。本文设定的具体模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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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为潜变量，λ1<λ2<λ3<λ4,λi 为待估参数，被称作截断点。只有在扰动项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时候，模型才为

OrderedProbit 模型。本文设置的基本模型如下，公式(1)为基准模型，公式(2)为加入农户健康与外出务工交互项的模型： 

 

式中：Healthij表示受访者自评健康；NFPij表示受访者2018年是否有非农就业，Xi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δi表示省份的虚拟

变量，εi为残差项。 

由于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可能和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拟采

取受访者上一年的务农月数作为农户健康状况的工具变量，其原因在于：过长的务农时间，很有可能会给农户带来关节炎、脊椎

病等骨骼肌肉方面的疾病[44,45],为农户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同时也考虑到农户的务农时间跟因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没

有直接联系，故本文使用农户去年的务农月数作为受访者自评健康的工具变量。但是由于农户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和自评健康

都是离散型的变量，基于连续变量的二阶段回归等工具变量的方法不再有效[46,47],因此参考Roodman[48]、董香书[49]以及童庆蒙等[50]

的研究，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进行工具变量法的 Ordered Probit 模

型分析。该方法目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及广泛使用[51],是通过以似不相关回归，并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构造递归方程而实

现的两(多)阶段回归。故在估计公式(1)前，需要加入使用工具变量法得出农户自评健康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的诱导方程，具体

如下： 

 

式中：Healthi表示受访者自评健康；Zi为工具变量；Xi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δi、αi为待估参数；εi为误差项。 

此外，在估计公式(2)前，除了要估计公式(3)外，还需加入交互项与工具变量之间的诱导方程，具体如下： 

 

式中：Healthi表示受访者自评健康；NFPi表示受访者 2018 年是否有非农就业，Zi为工具变量，Xi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δi、

αi为待估参数，εi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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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汇报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回归 1为未包含交互项的结果，回归 2是包含交互项的结果。回归 3和回归 4分别为回归 1和

回归 2使用工具变量后的结果。通过表 2可以看到，回归 3与回归 4中辅助估计参数 atanhrho的结果都显著异于 0,表明如果不

使用工具变量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在使用了 CMP 方法后，得到的结果要比使用 Oprobit 模型所得到的结果更优，通过比较

不同模型之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没有使用工具变量时，健康状况与清洁能源使用强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当使用工

具变量时，健康对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如果忽视了内生性问题，可能难以发现农户健康对清洁

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回归 3和回归 4的结果进行分析
5
。 

不难发现，农户的健康状况对农村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假说 1得到了解释；此外，存在非农就业的农

户对清洁能源使用强度更大，假说 2得到了验证；但是健康与非农就业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即农户并不会因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

而增加非农就业的参与，进而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强度，这与假说 3不一致。具体分析如下： 

健康方面，两个回归中，农户的健康状况对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户，

清洁能源使用强度较低。这一结果也表明拥有更高健康状况的农户可以更好地收集秸秆、薪材等传统的固体能源，但是健康状况

较差的农户，在外的采集活动会减少，从而收集到的秸秆、薪材的量也会减少，此时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会转而使用不用付

出太多劳力的清洁能源。 

非农就业方面，在回归 3 中，农户非农就业对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下显著，即存在非农就业的农户往

往有着更高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可能的解释是，当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后，其土地经营面积以及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均会减少，

因此能够获取固体能源的数量、花费在收集固体能源的时间均会下降，为了保证一般生活中能源的需求，会增加对具有便利性特

点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 

但在回归 4 中，交互项的作用不显著说明，非农就业与健康状况对清洁能源使用强度不能起到交互作用。这跟假说 3 不一

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我国农户的非农就业受到制度与市场的双重障碍。从制度方面来看，虽然目前我国已经进行了

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农民工依旧难以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完全相同的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程度依旧较低[53]。这一制度制约了农户

到城市进行非农就业的机会，更多的农户只能到本乡镇进行非农就业。从市场方面来看，农户能否顺利获得非农就业取决于整个

社会对于非农就业的需求水平，但在我国就业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农户也难以在城市或本乡镇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在这

双重影响下，即使存在非农就业的农户有着较好的健康状况，可能也不会帮助其增加非农就业参与的时间，进而产生较高的清洁

能源使用强度。 

表 2健康状况与农户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 1 

(Oprobit) 

回归 2 

(Oprobit) 

回归 3 

(IV-Oprobit) 

回归 4 

(IV-Oprobit) 

自评健康 
0.019 

(0.042) 

0.003 

(0.051) 

-0.933*** 

(0.167) 

-0.878*** 

(0.258) 

性别 
-0.075 

(0.173) 

-0.714 

(0.173) 

-0.099 

(0.168) 

-0.107 

(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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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 
0.010 

(0.012) 

0.010 

(0.012) 

0.013 

(0.012) 

0.014 

(0.012) 

务农年限 
-0.003 

(0.003) 

-0.003 

(0.003) 

0.002 

(0.003) 

0.002 

(0.004)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0.045 

(0.084) 

-0.218 

(0.321) 

0.231** 

(0.096) 

0.610 

(1.893) 

生态环境认知 
0.103*** 

(0.031) 

0.102*** 

(0.031) 

0.022 

(0.040) 

0.027 

(0.042) 

65 岁以上人口数量 
-0.099** 

(0.050) 

-0.099** 

(0.050) 

-0.060 

(0.049) 

-0.062 

(0.049) 

家庭总人口 
-0.005 

(0.020) 

-0.005 

(0.020) 

0.023 

(0.020) 

0.022 

(0.020) 

家庭年收入的对数 
0.104** 

(0.048) 

0.106** 

(0.048) 

0.230*** 

(0.045) 

0.225*** 

(0.049) 

家庭成员最高 

受教育年限 

0.017 

(0.011) 

0.017 

(0.011) 

0.019 

(0.011) 

0.018 

(0.012) 

党员户 
0.005 

(0.104) 

0.004 

(0.104) 

0.073 

(0.094) 

0.075 

(0.096) 

干部户 
0.048 

(0.130) 

0.046 

(0.130) 

0.115 

(0.118) 

0.117 

(0.118) 

距离最近集市的 

距离的对数 

-0.069
**
 

(0.031) 

-0.070
**
 

(0.031) 

0.023 

(0.036) 

0.022 

(0.037) 

家门口道路 

能否通小汽车 

0.044 

(0.138) 

0.046 

(0.138) 

0.081 

(0.131) 

0.077 

(0.133) 

平原 
1.181*** 

(0.166) 

1.180*** 

(0.166) 

0.456 

(0.335) 

0.485 

(0.323) 

山地 
-0.009 

(0.186) 

-0.006 

(0.187) 

-0.201 

(0.171) 

-0.203 

(0.171) 

自评健康* 

是否有非农就业 
—— 

0.049 

(0.087) 
—— 

-0.109 

(0.535) 

沼气补贴 
0.310*** 

(0.094) 

0.311*** 

(0.942) 

0.242** 

(0.099) 

0.247** 

(0.097) 

湖北省 
0.141 

(0.096) 

0.142 

(0.096) 

0.316*** 

(0.094) 

0.313***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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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0.361*** 

(0.111) 

-0.363*** 

(0.111) 

0.116 

(0.169) 

0.106 

(0.163) 

Wald 卡方值 
117.63 

(P=0.000) 

117.62 

(P=0.000) 

1260.87 

(P=0.000) 

13778.60 

(P=0.000) 

PseudoR2 0.0572 0.0573 —— —— 

atanhrho_12 —— —— 
1.261** 

(0.523) 

1.205** 

(0.489) 

atanhrho_13 —— —— —— 
0.576** 

(0.277) 

atanhrho_23 —— —— —— 
0.638*** 

(0.034) 

Observations 843 843 843 843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3.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稳健，本文采取以下 3种策略来进行稳健性检验：(1)由于前文对健康状况的衡量采取的指标

是受访者的自评健康，可能存在主观偏误，因此本文使用更加客观的指标——“2018 年看病次数”衡量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如

果受访者 2018 年看病次数越多，其健康状况也就越差；(2)由于户主决策也很有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后

做出的，因此本文使用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衡量农村家庭整体的健康状况，以代替自评健康变量；(3)考虑到户主往往

都是家庭中年龄较大的男性，在本文样本中有 30.49%的受访者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年老体衰，他们往往不能从事太多的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能源采集活动。因此为了防止老年样本可能带来的结果偏误，本文参考何可等[54]的研究，剔除了样本中户主

年龄为 65岁以上的样本，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3,回归 5和回归 6为使用看病次数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 7和回

归 8为使用家庭整体健康状况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 9和回归10为剔除了老年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各个回归的结果来看，本文

研究结果基本上是稳健的。 

表 3稳健性检验 

 
无交互项 

回归 5 

有交互项 

回归 6 

无交互项 

回归 7 

有交互项 

回归 8 

删除老年样本 

(无交互项) 

回归 9 

删除老年样本 

(有交互项) 

回归 10 

自评健康 —— —— —— —— 
-0.879*** 

(0.271) 

-0.595 

(0.418) 

看病次数 
0.294*** 

(0.029) 

0.291*** 

(0.03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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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整体健康状况 —— —— 
6.064*** 

(0.345) 

6.208*** 

(0.658) 
—— ——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0.187

**
 

(0.094) 

0.162 

(0.198) 

0.305
***
 

(0.076) 

0.346 

(0.268) 

0.235
**
 

(0.115) 

2.076 

(2.062) 

交互项 —— 
0.016 

(0.090) 
—— 

-0.491 

(3.113) 
—— 

-0.527 

(0.58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1655.69 

(P=0.000) 

4370.59 

(P=0.000) 

3858.10 

(P=0.000) 

9302.95 

(P=0.000) 

769.24 

(P=0.000) 

12096.67 

(P=0.000) 

atanhrho_12 
-2.450 

(2.531) 

-2.537 

(2.879) 

-2.478* 

(1.505) 

-2.676 

(2.509) 

1.031* 

(0.596) 

0.921* 

(0.498) 

atanhrho_13 —— 
-0.592** 

(0.238) 
—— 

-0.485* 

(0.269) 
—— 

0.817** 

(0.386) 

atanhrho_23 —— 
0.569*** 

(0.173) 
—— 

0.533*** 

(0.056) 
—— 

0.762*** 

(0.045) 

Observations 843 843 843 843 586 586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4 异质性分析 

4.1 按不同年龄阶段分组 

年龄对于农户日常生活决策与习惯的影响巨大。老一辈的农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会更深，并且相对于中青年人来说，他们

的健康状况一般来说也较差。此外，不同年龄阶段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也不同，因此年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健康、非农就业对农

户清洁能源使用强度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据此，本文将 65 岁以下的受访者定义为中青年组、6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定义为老年

组，回归结果见表 4。不难发现，对于农村的中青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如果其自评健康较高，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会较低。这

也说明农户不管处于什么年龄阶段，健康对其清洁能源使用的影响都是负向显著。还可发现，是否有非农就业对中青年群体清洁

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但是老年群体是否有非农就业与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关系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可

能原因是，中青年人往往倾向于在外地从事非农就业[55],难以对自家土地进行管理，能够获取固体能源的时间和数量都会减少，

从而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自身年龄较大，较难参与非农就业，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固体能源的采

集活动，而对于部分能够从事非农就业的，其地点也一般也会是本地[56],且时间也不会太长，因而在整体上非农就业对老年群体

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健康与非农就业的交互项对于这两类人群都不显著。 

表 4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异质性分析 

 中青年组(无交互项) 中青年组(有交互项) 老年组(无交互项) 老年组(有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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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7 回归 8 回归 9 回归 10 

自评健康 
-0.879*** 

(0.271) 

-0.595 

(0.418) 

-1.044*** 

(0.157) 

-1.006*** 

(0.208)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0.235** 

(0.115) 

2.076 

(2.062) 

0.178 

(0.187) 

2.082 

(2.939) 

自评健康*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 

-0.527 

(0.588) 
—— 

-0.536 

(0.8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769.24 

(P=0.000) 

12096.67 

(P=0.000) 

1008.67 

(P=0.000) 

14953.69 

(P=0.000) 

atanhrho_12 
1.031* 

(0.596) 

0.921* 

(0.498) 

1.950 

(1.307) 

2.089 

(1.390) 

atanhrho_13 —— 
0.817** 

(0.386) 
—— 

0.489* 

(0.251) 

atanhrho_23 —— 
0.762*** 

(0.045) 
—— 

0.330*** 

(0.049) 

Observations 586 586 257 25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4.2 按不同收入水平分组 

清洁能源大部分属于商品能源，其使用需要付费，因此不同收入状况的居民可能对清洁能源使用状况存在差异。据此，本文

以 2018 年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划分为高、低收入两组 6,回归结果见表 5。不难发现，无论对低收入组

而言，还是对于高收入组而言，健康状况对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都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两者之间并无差异。非农就业对低收

入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但对高收入组不显著。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因此非农就

业能够给他们带来收入增长的效用更大，故而这类人群会更加重视非农就业的机会，在非农就业上分配更多的时间，从而减少其

采集固体能源的活动，进而可以实现能源使用结构的转型。此外，非农就业与健康的交互项对两种收入水平的人群都不显著。 

4.3 按不同生态环境认知水平分组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主体的认知决定主体的行为动机[57],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认知会影响到主体的行为。受传统认知的影响，农

户一般倾向于使用固体能源，但是生态环境认知程度较高的群体可能因认识到固体能源的危害，从而倾向于使用清洁能源。因

此，本文将生态环境认知在 4分及以上的群体定义为高认知组，反之则为低认知组，以区分不同生态环境认知群体的健康状况、

非农就业对其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6。不难发现，农户健康状况对低认知组和高认知组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

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不管对于何种认知水平的农户，其健康对清洁能源使用强度没有差异。此外，从表 6中还可以发现，非农

就业对高认知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于低认知组而言不显著。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高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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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能够认识到使用固体能源的危害，因此在非农就业挤占了采集固体能源的时间后，不会再维系以固体能源使用为主的传统能

源使用结构，转而会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但对于低认知组而言，虽然非农就业会减少其采集固体能源的时间和数量，但由于低

认知组难以认识到固体能源使用所带来的危害，故很有可能存在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行为，难以放弃使用固体能源的传

统。但是不管是对于低认知组，还是对于高认知组，交互项都不显著。 

表 5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分析 

 
低收入组(无交互项) 

回归 11 

低收入组(有交互项) 

回归 12 

高收入组(无交互项) 

回归 13 

高收入组(有交互项) 

回归 14 

自评健康 
-0.839*** 

(0.267) 

-0.839** 

(0.342) 

-1.181*** 

(0.096) 

-1.071* 

(0.557)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0.253* 

(0.152) 

-0.067 

(2.487) 

0.170 

(0.130) 

0.860 

(4.442) 

自评健康*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 

0.089 

(0.718) 
—— 

-0.187 

(1.19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693.08 

(P=0.000) 

8200.47 

(P=0.000) 

1253.25 

(P=0.000) 

9541.22 

(P=0.000) 

atanhrho_12 
1.111* 

(0.638) 

1.052* 

(0.598) 

2.101 

(1.409) 

1.756* 

(0.954) 

atanhrho_13 —— 
0.389 

(0.334) 
—— 

0.842 

(0.720) 

atanhrho_23 —— 
0.588*** 

(0.038) 
—— 

0.744*** 

(0.068) 

Observations 561 561 282 282 

 

注：
*
、

**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表 6不同生态环境认知群体的异质性分析 

 
低认知组(无交互项) 

回归 15 

低认知组(有交互项) 

回归 16 

高认知组(无交互项) 

回归 17 

高认知组(有交互项) 

回归 18 

自评健康 
-0.884*** 

(0.248) 

-0.770** 

(0.364) 

-1.248*** 

(0.147) 

-0.228 

(0.451)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0.146 0.809 0.619*** 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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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1.986) (0.232) (2.135) 

自评健康* 

是否有非农业就业 
—— 

-0.192 

(0.568) 
—— 

-2.204 

(0.5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卡方值 
912.15 

(P=0.000) 

10861.29 

(P=0.000) 

910.76 

(P=0.000) 

490615.40 

(P=0.000) 

atanhrho_12 
1.261

*
 

(0.740) 

1.133
*
 

(0.649) 

1.519
*
 

(0.886) 

0.664
**
 

(0.334) 

atanhrho_13 —— 
0.609

**
 

(0.309) 
—— 

2.457 

(2.033) 

atanhrho_23 —— 
0.656*** 

(0.038) 
—— 

0.501*** 

(0.074) 

Observations 658 658 185 18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华中三省调研数据，分析了健康状况对于农户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同时通过构造非农就业与健康状况之间

的交互项，检验了健康状况与非农就业对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户，家庭使

用清洁能源的强度较高。(2)存在非农就业的农户，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较高，但是农户的健康状况与非农就业对家庭清洁能

源使用强度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说明农户是否存在非农就业对健康与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关系并不存在显著影响。(3)本文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对农户家庭清洁能源使用强度的影响在不同年龄、收入、生态环境认知中没有显著差异，都

为显著负相关，但非农就业的影响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具体来说，中青年、低收入、高生态环境认知组会受到非农就业

影响而具有更高的清洁能源使用强度，而老年、高收入、低生态环境认知组所受影响较小。 

由此，本文得到了以下的政策建议：(1)本文结论表明较之于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户，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户拥有更高的清洁能

源使用强度，表明需加强对传统固体能源健康危害的宣传，尤其应对引导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户予以足够重视，从而改变农村传统

的能源使用观。(2)政府部门需更为关注农户的非农就业问题，通过促进农户的非农就业，增加其对于清洁能源的使用。对于中

青年、高生态环境认知的农户来说，可通过提供小额信贷保障、免受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享受创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方式，为农户

营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使农户通过自主创业为自身创造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农村低收入人群来说，国家的就业政策需对其

有所倾斜，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加强对低收入人群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进而增强农村低收入人群参与非农就业的竞

争力。(3)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行业受到制度和市场的约束，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通过增加非农就业的参与而改

善能源使用结构，因此政府需要对农户的非农就业提供支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户在外地从事非农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坚持

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扩大当地就业市场，从而破除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制度和市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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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四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 

qgnypcgb/200802/t20080226_30464.html 

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四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 

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634.html 

3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12/04/content_9339171.htm 

4 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8 年岳阳县居民第一档用气价格为2.73(元/m3);桃园县为 2.97(元/m3);浏阳市

为 2.65(元/m3),详情可参见:http://fgw.hunan.gov.cn/xxgk_70899/tzgg/201808/t20180831_5086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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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虑到有些控制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参考周广肃[52]的研究,本文不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过多的分析. 

6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 2018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 617 元,本文通过将样本农户家庭收入除以家庭户口

本总人数,得出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然后将农户家庭的平均收入与 2018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平均收入低于 14 617 元

的样本,本文定义为低收入组,反之,则为高收入组. 


